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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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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全球价值链不稳定性增强,我国的比较优势进入加速转换期,特别是

在世界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国家价值链,对促进国内经济

大循环、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国家

价值链分工程度,并实证检验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可以发现:中国

国家价值链分工程度以2007年为界呈现先降低后回升的趋势,地区内贸易与分工是推动

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主要动力;国家价值链对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挤出后激励的 “U
型”影响效应;国内市场的 “高度连通”和 “适度均衡”是支持国家价值链有效发挥生产

率激励效应的互补性条件。未来,中国应继续依托国内市场优势,推动国家价值链分工体

系构建,以充分释放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同时,应重视国内市场互补性条件的

配套和提升,一方面要依托国内统一市场、信息化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现代流通业发

展,加快形成高度互联互通的国内大市场,另一方面要推动实现区域产业间的适度均衡发

展,共同助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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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是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之年,加之此前国际社会已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重

新抬头的趋势,世界市场中潜伏着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未来,除要继续推进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外,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更要 “于变局中开新局”。从当前现实出发,
依托国内大市场主动加强经济 “内循环”,是助力中国经济化危为机的迫切之举,更是促进我国经

济实现稳中向好的长远之策。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我们要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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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立足本国市场需求、由本国企业主导和治理核心环节、注重挖掘经济发

展内生能力的国家价值链 (NationalValueChain,NVC)①,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一方

面,这是顺应分工深化和我国大国经济地位提升的战略必然之选。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仅意味着

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使其有序衔接,还必然包含着生产过程内部的拆分与专业

化,这是分工深化的客观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 WTO以来,通过广泛嵌入全球价值链

(GlobalValueChain,GVC),中国经济借力全球化红利获得了强大的增长动能,其对生产效率的

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不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参与方式

使之长期锁定在 “微笑曲线”的中段位置,价值链的主要收益由发达国家掌握,价值分配层面的这

种反差也是无可争辩的。② 鉴于 “中心—外围”结构的 “统治—依附”关系本质,发展中国家试图

在既有分工格局中争取主导地位必然面临重重阻碍。正因如此,我们既要继续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努

力实现地位 “攀升”,也要从主动 “纠偏”的战略思维出发,更加重视依托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推

进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和完善。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大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这一战略举措的重要性

愈加突显,也是既有文献③中日渐强化的共同呼声。另一方面,构建中国国家价值链是顺应当前国

际形势变化的迫切之举和长远之策。无论是在全球各国还是国内各区域之间,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学

本质都是专业化和比较优势,即通过各生产环节或区段的 “切割”,将其拆散配置到具有不同资源

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区域,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优势互补和生产效率最大化。相较于主要依托

本土市场的国家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各国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有着更高要求,本身也蕴含着更

多不确定性风险。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2020年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出现 “停
摆”,一些发达经济体又强调疫情过后的产业回流,这些形势的突变无疑加大了全球价值链脱钩断

裂的风险。鉴于这种潜在的不稳定性,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对于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具有迫切的

现实意义。类似于全球分工体系,立足本国市场的分工网络同样需要区域经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

势,不仅要建立在产业错位发展、分工联动的基础上,还要依托商品、要素、资源能够全面自由流

通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而作为具有完备工业体系与庞大国内市场的世界经济大国,中国有需求、有

能力、有条件建设国家价值链。
从中国国家价值链的战略必然性出发,我们自然要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深化国家价

值链分工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吗? 在中国经济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④,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在对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强调中指出:“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⑤。既有研究虽然普遍发现了国家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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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联动中的积极作用①,但对其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的影响效果和

机制还缺少实证检验,这正是本文将要展开的研究工作。通过检验中国国家价值链的生产率效

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进一步丰富了国家价值链的测度。借鉴Fally② 对生产阶段

数的测度思路,使用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国家价

值链分工深度进行测算,是对国家价值链测度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从中国经济 “内循环”视

角,拓宽了对价值链分工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认识。已有研究主要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角度关

注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③,而本文在测度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基础上,检验其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有益于从国内市场角度认识价值链分工效应及作用机制。④ 第三,关注国家价值链

的生产率效应有效发挥的国内市场条件,即通过国内市场 “均衡性”与 “连通性”两方面的调节机

制检验,对影响价值链分工效应的互补性条件进行了探讨,拓展了研究框架,有益于基于互补性条

件丰富政策启发。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就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互补性市场条

件,进行理论分析与机制讨论。第三部分设定实证回归模型,并对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进行说明。
第四部分是基准回归结果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第五部分考察互补性的国内市场条件

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效应的调节作用。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机制探讨

(一)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同时存在 “激励”和 “挤出”两种作用。就 “激励”作用

而言,中间品贸易是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内容,依托更多种类与更高质量的中间品贸易与使用,将有

益于企业以较低成本掌握先进技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⑤ 国家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化将推动中间

品使用范围与数量的持续扩大,促使物化在中间品中的技术得到进一步扩散,最终引致企业的规模

报酬递增以及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⑥ 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激励”作用还体现

在由外包生产带来的企业专业化程度提升与生产经营规模优化。一方面,相较于涉及过多生产经营

领域的企业,专业化程度提升能够实现企业在特定专业领域投资的增加,丰富企业间系统化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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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机会与可利用知识量①,并且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通常会有所降低,这将增

强企业应对管理模式与生产方式创新时的灵活程度②,从而可能有益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另一方

面,价值链分工对应的各生产阶段通常具有不同的有效生产经营规模,经营管理方式也存在较大差

异。当不同生产环节集中在单一企业内部,并且使用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时,就可能由于

生产经营未达到有效规模而带来产能的闲置,或由于经营管理模式与相关生产环节不相匹配而造成

效率的损失。而国家价值链分工通过生产环节分割,能够提升各经济主体内部的产能利用率、资源

配置效率,以及经营管理模式与生产环节的匹配程度,进而为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伴随国

家价值链分工与相关贸易活动的不断深化,“激励”作用还可能通过产业关联进一步释放。在产业

关联关系的作用下,企业为了实现稳定高效的生产经营,往往需要增强上下游间的沟通协作,甚至

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或管理赋能,使关联企业更快速地融入价值链中,从而有益于全链条上全要素

生产率的整体提升。
但国家价值链分工能否发挥 “激励”作用会受企业能力的影响,若企业的竞争能力与吸收能力

较差③,不仅难以承接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激励”效应,甚至可能产生 “挤
出”效应。具体而言,占据国家价值链分工主导地位的企业通常掌握着产品、信息、渠道等核心资

源,这些核心资源往往难以被简单转移与复制,而非主导企业由于缺乏完整的需求获取、生产研

发、销售配送体系,多选择依附于主导企业所定义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因此,为适应关联企业的产

品需求,非主导企业通常需要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相关技术引进,从而可能减少企业的自主研发投

入,并且由于能够通过外部技术引进的方式获得生产所需技术,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效率提升的

内在激励降低,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培育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④ 此

外,与中间产品不同的是,管理、思想、制度等 “软产品”较难伴随着价值链分工深化实现直接贸

易与使用,因此能力较弱的企业在参与国家价值链时,更可能面临生产技术 “硬产品”与管理制度

“软产品”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导致生产技术与管理制度的脱节,造成生产环节的效率损失,阻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国家价值链分工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竞争环境不同,这可能影响前沿企业与非前沿企业融入分

工网络的动机与决策,使得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激励”与 “挤出”效应出现阶段性

变化,并最终在不同国家价值链分工阶段呈现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净影响效果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而

言,在国家价值链分工的初期,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以 “挤出”效应为主。这主要由于产业

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创新租金较高,使得非前沿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动机。能力较弱的非前沿企业

作为国家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参与者,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将表现出 “挤出”效应。⑤ 而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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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6,94 (4):691 719.

Ajitabh,A.,andK.S.Momaya.“CompetitivenessofFirms:ReviewofTheory,FrameworksandModels”.Singapore
ManagementReview,2004,26 (1):45 61;Cohen,W.,andD.Levinthal.“AbsorptiveCapacity:ANewPerspectiveonLearn-
ingandInnovation”.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1990,35 (1):128 152.

余泳泽、容开建、苏丹妮、张为付:《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230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载 《中国软科学》,2019 (5)。

Schumpeter,J.A.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Brothers,1942;Aghion,P.,and
P.Howitt.“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ction”.Econometrica,1992,60 (2):323 351;此处借鉴钟昌标等的研

究,定义企业能力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所处行业前沿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参见钟昌标、黄远浙、刘伟:《外资进入

速度、企业异质性和企业生产率》,载 《世界经济》,20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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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分工的后期,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转为以 “激励”效应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伴随分工

深化,市场竞争程度不断增强,受 “逃离竞争效应”的影响,前沿企业具有更强的动力进行技术创

新,选择参与价值链分工。① 能力较强的前沿企业作为国家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参与者,反映在全要

素生产率层面则表现出 “激励”效应。因此,伴随着国家价值链分工的不断发展,参与主体由非前

沿企业转向前沿企业,而前沿企业与非前沿企业的能力差异,决定了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从以 “挤出”效应为主逐步转变为以 “激励”效应为主,并最终呈现 “U 型”非线性

特征。
(二)国内市场条件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效用的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家价值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表现为 “激励”或 “挤出”作用,也可

能呈现 “U型”非线性特征。而现实中,国家价值链分工的形成与作用发挥要依托国内市场展开,
因此应进一步关注影响国家价值链生产率效应发挥的国内市场条件。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

现阶段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现实考虑,本文将上述国内市场条件归纳为 “均衡性”与 “连通性”
两个视角,分析其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效用发挥的调节作用。② 其中,对 “均衡性”的考虑包括两个

方面:一方面,均衡不同于 “平均”或 “同质”,地区间一定程度的差异化发展是依托国内市场构

建国家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价值链分工 “激励”效应的长期有效发挥也有赖于

在平衡发展框架下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的合力。“连通性”则着眼于商品和要素在国内市场的自由

流动,即国内市场互联互通也是构建国家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基础性条件。
(1)基于市场 “均衡性”的角度。地区间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是国内市场发育的常态现象,国

家价值链分工既有可能以地区间较高的产业发展差异作为分工基础,又有可能依赖于地区间产业同

步性水平的提升来提高协作效率,因此理论上较难预判 “均衡性”对价值链分工效应的影响效果。
具体而言,非均衡性意味着地区间产业发展存在差异,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将为国家价值链切割与跨

区域布局提供基础,而且能够通过促进异质性知识交流互动进一步激发生产创新与效率提升,为国

家价值链分工深化提供坚实基础。基于这一角度,非均衡将有益于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

“激励”作用的显现。然而,过高的非均衡性意味着区域间产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经济欠发

达地区在参与价值链分工活动时,可能由于难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资本造成生产资料使用效率偏

低,价值链分工各环节难以实现高效合作,从而引致总体经济效率降低,表现出国家价值链分工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 “挤出”作用。此外,结合中国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客观情况,鉴于长期以来部分地

区存在较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均衡性”的提升未必意味着区域间产业协同水平的优化,从而国

家价值链分工过程可能使生产资料从规模经济行业流入非规模经济行业,导致总体经济效率

受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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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rrow,K.“EconomicWelfareandtheAllocationofResourcesforInvention”.InUniversities-NationalBureauCommittee
forEconomicResearch (eds.).TheRateandDirectionofInventiveActivity:EconomicandSocialFacto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62;Shapiro,C.“CompetitionandInnovation:DidArrowHittheBull􀆳sEye?”.InLerner,J.,andS.Stern
(eds.).TheRateandDirectionofInventiveActivityRevisite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2.

本文的 “均衡性”聚焦区域产业发展对于国家价值链的影响,类似思想如陈旭等指出价值链构建过程中应注意产业在不

同区域间的合理布局,同时,本文强调的 “适度均衡”也与我国当前 “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发展思路

一致。本文的 “连通性”聚焦区域互联互通与要素自由流动对国家价值链的影响,是基于继续推动我国生产要素自由高效流动以

及加快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建设的现实背景下的必要考虑,类似研究如刘斌等、吕越等聚焦市场分割、运输服务、分销服务

对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参见刘斌、魏倩、吕越、祝坤福:《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载 《经济研究》,2016 (3);吕越、盛

斌、吕文龙:《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载 《中国工业经济》,2018 (5);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载 《求是》,2019 (24);陈旭、邱斌、刘修岩、李松林:《多中心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载 《世界经济》,2019 (8)。

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载 《经济研究》,20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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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市场 “连通性”的角度。地区间自由贸易与流通活动是支持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重

要条件,因而 “连通性”对于深化价值链分工效用的作用机制不容忽视,通常表现为信息能否在地

区市场间充分共享以及资源要素和产品能否在地区市场间自由、高效流通。当市场 “连通性”处于

较低水平时,不仅会造成不经济现象的出现与效率损失,并且可能通过替代效应与增加外部交易成

本,阻碍国家价值链分工的推进,进而抑制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 “激励”作用的发挥。
具体而言,当 “连通性”较低时,区域市场中可能存在着重复建设、市场范围缩小、分工滞后、资

源配置扭曲等问题,使得区域间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规模经济,由此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等不经济现象,阻碍国家价值链分工效应的发挥。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分工与贸易活动的深化,
考虑到低水平的 “连通性”所带来的贸易摩擦成本,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以替代

国家价值链分工,从而降低了国家价值链分工的规模经济水平,阻碍其发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激
励”作用。而当 “连通性”较低时,参与国家价值链分工的外部交易费用显著上升。更高的外部交

易成本将影响潜在市场范围,限制分工专业化程度提升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从而进一步阻碍国

家价值链分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的显现。
综上所述,发挥国家价值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激励”作用,将有赖于国内市场适度水平的

“均衡性”和高水平的 “连通性”。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关注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合第二部分的分析,构建如下

方程进行实证检验:

  tfpchi,j,t=α0+β1TVCi,j,t+β2TVC2
i,j,t+γncontrols+Di+Dj+Dt+εi,j,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tfpch,核心解释变量为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 TVC,
controls代表一系列可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Di、Dj、Dt 分别代表地区、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εi,j,t表示随机扰动项,下标i、j、t分别代表地区、行业、年份。本文使用的是典型的

短面板数据 (N=150,T=4),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需对残差项是否满足经典假设进行检验与处

理。因此,本文报告了所有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并且使用Friedman方法对组间相关进行

检验。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 (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价格统计年鉴》
《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1)解释变量。借鉴Fally、倪红福等①对一国封闭经济下生产阶段数的测量思路,对中国国

家价值链分工深度进行测度。

  NmT=uT(Bmm-Lmm+Lmm)+uT ∑
n≠m

Bnm=uTLmm+uT(Bmm-Lmm)+uT ∑
n≠m

Bnm (2)

其中,B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L 为局部里昂惕夫逆矩阵,Nm 代表一国内部整体生产阶段数,

uTLmm表示地区m 利用当地相关行业中间品投入所形成的生产阶段数,uT(Bmm-Lmm)表示其他

27

① Fally,T.“ProductionStaging:MeasurementandFacts”.WorkingPaperofUniversityofColoradoBoulder,2012;倪红

福、龚六堂、夏杰长:《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载 《管理世界》,2016 (4)。受文章篇幅

所限,具体的计算说明省略,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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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产品生产利用地区m 相关行业中间品投入所形成的隐含生产阶段数,uT∑
n≠m

Bnm 表示地区m 产

品生产利用其他地区相关行业中间品投入所形成的隐含生产阶段数。可以看出,第一项uTLmm 是

由地区内中间品贸易所带来的,反映了地区内的生产阶段数。第二项uT(Bmm-Lmm)与第三项

uT∑
n≠m

Bnm 是由地区间分工和中间品贸易所带来的,反映了地区间的生产阶段数。本文将地区生产

阶段数记作TVC,并将其作为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代理变量,将地区内生产阶段数记作IVC,
将地区间生产阶段数记作OVC。

本文使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测算,由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的区域与行业

划分在不同年度存在较大差异,结合研究问题需要与数据可得性,采用2002年、2007年、2010
年和2012年中国大陆地区 (西藏自治区除外)分省域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并使用经行

业分类调整统一后的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其他服务业五大行业进

行计量分析。①

(2)被解释变量。采用基于产出导向的可变规模报酬的DEA-Malmquist指数模型②对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测算。MalmquistTFP指数反映了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若大于1,则表

示从s时期到t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反之,则表示从s时期到t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为避

免将各行业样本视作整体进行测度所造成的偏误,本文分行业选择特定的投入产出变量并进行

测度。③

(3)控制变量。基于现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因素,包括研

发强度 (R&D)、生产技术劳动力强度 (techlabor)、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thirdratio)、资本密集

程度 (capital)、政府干预程度 (govern)、经济人口规模 (econsize)、居民消费水平 (consume)
及互联网普及度 (internet)。④ 表1展示了具体的变量计算方法。

(4)机制分析变量。一是针对市场 “均衡性”,本文借鉴俞颖等、张辉等的方法⑤,使用区位

熵作为 “均衡性”(indq)的代理指标,计算方法为使用某地某行业总产值占该地总产值比重除以

全国该行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比重。区位熵增加表示产业的集聚水平提升,区域间产业发展水平

差异加大,“均衡性”降低,反之则表示 “均衡性”增加。二是针对市场 “连通性”,本文从市场统

一、流通水平、基础设施三个维度进行评价。市场统一 (link1)方面,本文采用现有文献常用的

价格法⑥对反向指标市场分割进行测度。流通水平 (link2)方面,本文对流通产业的范围界定与

3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2002年、2007年、2010年的测算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编制的 《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与区际经济联系》 《中国

2007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编制理论与实践》《2010年中国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2012年测算数据来自中国碳排

放数据库 (Chinaemissionaccountsanddatasets)。
参见Färe,R.,Grosskopf,S.,andM.Norris. “ProductivityGrowth,TechnicalProgress,andEfficiencyChangeinIn-

dustrializedCountries:Repl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4,84 (1):66 83。
受文章篇幅所限,具体的投入产出变量选择说明省略,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向作者索取。
参见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吗?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载 《经济研究》,2010 (5);

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研究》,2014 (7);陈斌开、金箫、欧阳涤非:《住
房价格、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载 《世界经济》,2015 (4);Shusheng,W.,Bin,L.,Qiaoling,N.,andC.Chao.
“GovernmentExpenditure,Corruption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17,168 (12):279
289;Yanwu,S.,andL.Hongwei.“InternetDevelopment,EconomicLevel,andPortTotalFactorProductivity:AnEmpirical
StudyofYangtzeRiverPorts”.InternationalJournalofLogisticsResearchandApplications,2020,23 (4):375 389。

俞颖、苏慧琨、李勇:《区域金融差异演进路径与机理》,载 《中国工业经济》,2017 (4);张辉、刘鹏、于涛、安虎森、
戚安邦:《金融空间分布、异质性与产业布局》,载 《中国工业经济》,2016 (12)。

使用八大类产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测度。参见张昊:《居民消费扩张与统一市场形成——— “本土市场效应”的国内

情形》,载 《财贸经济》,20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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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志以及王晓东、谢莉娟①一致,包含批发与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并使用流通产

业增加值作为流通水平的代理变量。基础设施方面,分别考虑了信息和物流的基础设施水平,借鉴

孙早和刘李华的测度方法②,使用ICT固定资本形成额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link3_1)的代理

变量,使用公路路网密度作为物流基础设施水平 (link3_2)的代理变量。
变量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变量

TVC 地区生产阶段数 2.36 0.43 1.45 3.69

被解释变量

tfpch 采用 Malmquist指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 0.97 0.14 0.31 1.50

控制变量

R&D 研发投入与GDP之比 0.03 0.01 0.00 0.07

techlabor 就业人数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 3.11 0.99 1.70 5.97

thirdratio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40.81 7.94 28.62 76.46

capital 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万元/人,对数值) 1.31 0.85 0.02 2.96

govern 财政预算支出占GDP比重 (%) 19.59 8.90 8.11 61.21

econsize 人均GDP (万元/人,对数值) 1.20 0.48 0.28 2.32

consume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 (元/人,对数值) 9.22 0.44 8.40 10.18

internet 常住人口中互联网上网人数占比 (%) 24.77 17.69 1.12 70.47

机制分析变量

indq
i地j产业总产值/i地所有产业总产值
全国j产业总产值/全国所有产业总产值 1.06 0.35 0.07 2.82

link1 八大类产品价格法测度的市场分割程度 (扩大10000倍) 1.50 1.11 0.31 6.37

link2 流通产业增加值 (亿元) 1716.21 1704.81 61.64 9023.59

link3_1 ICT固定资本形成额 (万元,以2002年为不变价,对数值) 11.48 3.08 0.00 19.38

link3_2 公路里程/面积 (千米/平方千米) 0.81 0.61 0.03 3.49

(三)国家价值链分工的特征事实

图1展示了2012年分省份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从整体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省份间横向

对比可以看出,整体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较高的省份包括山东、江西、安徽、河南、河北,而广

东、海南、内蒙古、福建、广西等省份的整体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较低。在地区内国家价值链分工

深度方面,山东、四川、江西、河北、辽宁5省较高,说明在考察期内上述省份的地区内贸易与生

产分工较为活跃。在地区间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方面,测算结果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宁

夏、北京、陕西、重庆等,说明在考察期内这些省份的地区间贸易往来与生产分工活动较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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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龙志:《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先导性作用了吗———基于 VAR格兰杰因果的实证研究》,载 《财贸经济》,2013
(5);王晓东、谢莉娟:《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载 《中国社会科学》,2020 (6)。

孙早、刘李华:《信息化提高了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中国1979—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载 《经济理

论与经济管理》,20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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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样本期内所有省份的地区间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占比均未超过40%,这说明由地区内贸易

与分工带来的生产阶段数增加仍是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主要推动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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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省份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

分行业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计算结果参见表2。可以看出,在样本考察期内,不论是整体国

家价值链分工深度,还是细分的地区内或地区间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工业与建筑业两大行业的测

算结果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次之,而其他服务业与农林牧渔业的对应数值则相

对较小。概括而言,生产制造型部门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大于农业及服务业部门的国家价值链分

工深度。这一测算结果也从侧面体现出不同行业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相对高低与行业性质密切相

关,相较于农业及服务业部门,生产制造型部门的生产活动复杂程度较高,因此在国家价值链层面

 表2 分行业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计算结果

年份 2002 2007 2010 2012

行业 TVC IVC OVC TVC IVC OVC TVC IVC OVC TVC IVC OVC

① 2.0257 1.6642 0.3615 1.9007 1.5662 0.3345 1.8936 1.6140 0.2795 1.9861 1.68580.3003

② 3.1387 2.3684 0.7704 2.5327 1.9467 0.5861 2.6192 2.0664 0.5528 2.8286 2.15150.6771

③ 3.1216 2.3496 0.7720 2.7437 2.0208 0.7229 2.8171 2.1707 0.6464 2.9240 2.14490.7791

④ 2.3704 1.8509 0.5195 2.1905 1.7064 0.4841 2.3341 1.8617 0.4724 2.3535 1.85380.4997

⑤ 2.3062 1.8644 0.4417 1.8908 1.5796 0.3112 1.9901 1.6771 0.3130 1.9230 1.61130.3118

  注:①、②、③、④、⑤分别代表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其他服务业;TVC、IVC、OVC分别代

表整体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地区内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地区间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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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文章篇幅所限,具体计算结果未展示,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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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了更加细化的生产分工。进一步,通过分行业比较各年度间整体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变化

可以看出,全部五个行业的整体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均在2007年明显降低,并且直至2012年均未

恢复至2002年的水平,这可能是由于2007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下行对国家价值链分工造成

了冲击。此外,与分省份结果类似,样本期内所有行业的地区间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占比均未超过

30%,同样表明各行业的地区内分工贸易占据了主导。

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基准回归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参见表3。根据列 (1)和列 (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

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的符号分别为负号和正号,且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该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较

为一致,即伴随着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提高,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 “挤出”后 “激励”的影

响效果,即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符合 “U型”关系。具体而言,拐点之

前国家价值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 “挤出”作用,但 “挤出”作用将伴随着分工深化而逐渐减弱。
而当跨越拐点之后,国家价值链分工激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开始显现,并且这一 “激励”作

用将随着分工深化而不断增强。表3中列 (3)和列 (4)是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去中心化后进行

重新回归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表3 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tfpch

(1) (2) (3) (4)

 TVC
-0.265**

(0.127)
-0.276**

(0.127)
— —

 TVC2 0.050*

(0.027)
0.058**

(0.027)
— —

 去中心化TVC — — -0.265**

(0.127)
-0.276**

(0.127)

 去中心化TVC2 — — 0.050*

(0.027)
0.058**

(0.027)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56***

(0.157)
1.687
(1.360)

1.021***

(0.010)
1.372
(1.358)

N 600 600 600 600

R2 0.114 0.136 0.114 0.136

F 14.08*** 7.68*** 14.08*** 7.68***

组间相关 4.952 3.512 4.952 3.512

  注:(1)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p<0.01,**:p<0.05,*:p<0.1; (2)采用Friedman组间相关方法进行检验

(H0:组间独立);(3)回归中均控制了时间、行业、地区固定效应。下同。

经过计算可知,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拐点水平为2.379,当国家价值链分工水平达到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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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激励”作用开始显现。比较样本考察期内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水平可发

现,以2012年为例,30个省份中仅有11个省份的国家价值链分工程度高于该拐点水平;而从分

行业的角度看,除工业、建筑业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水平突破拐点外,其他3个行业的国家价值链分

工程度均位于该拐点水平之下,其中,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水平均小于2。
因此,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为充分发挥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激励”作用,还需进

一步推动分工深化,尤其是推动其他服务业与农林牧渔业部门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

前文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控制相关变量以及时间、地区、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国家价

值链分工深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 “U型”关系。为进一步确保上述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

文进一步采取了下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一是为减轻由于遗漏变量可能引起的内生

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进一步控制了时间趋势进行检验;二是分别构建了地区、行业与时间的交

互项,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地区与行业特征的影响;三是替换估计方法,本文替换使用混合效应模

型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四是消除非随机性与异常值的影

响,去掉1%比例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最高和最低样本后,进行进一步检验;五是在模型中加

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阶滞后项作为遗漏变量的代理变量,采取两步系统GMM 估计方法进行动

态面板回归,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阶滞后项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及其平方项指定为内生变量;
六是为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盛斌等①的思路,构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地区官员交

流次数指标,作为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工具变量并进行估计。上述方法的回归结果均与基准回归

基本保持一致,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可信。②

五、互补性市场条件影响国家价值链分工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接下来,对影响国家价值链分工效应发挥的互补性市场条件进行检验。考虑到在各调节变量的

不同水平下,国家价值链分工效应的发挥可能存在潜在的非线性特征,本文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ThresholdAutoregressiveModel)进行检验。具体而言,互补性市场条件、国家价值链分工深

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单门限回归模型可被表示为:

  
tfpchi,j,t=α0+β1TVCi,j,tI{qi,t≤γ}+β2TVC2

i,j,tI{qi,t≤γ}+β3TVCi,j,tI{qi,t>γ}

+β4TVC2
i,j,tI{qi,t>γ}+βncontrols+Di+Dj+Dt+εi,j,t

(3)

其中,下标i、j、t分别代表地区、行业、年份。全要素生产率tfpch 为被解释变量,互补性

市场条件q为门限变量,γ 为门限值,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TVC 为门限效应变量,I{·}为示性

函数。控制变量controls与基准回归设定相同。在进行门限效应估计前,需要对模型是否存在门限

效应进行检验并对门限值进行估计。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结果显示,市场 “均衡性” (indq)与

市场 “连通性”中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link3_1)均通过了单门限与双门限的显著性检验,而

市场 “连通性”中的市场统一 (link1)、流通水平 (link2)、物流基础设施水平 (link3_2)均仅

通过了单门限的显著性检验。互补性市场条件对国家价值链分工生产率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参见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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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工具变量的构建方法参见盛斌、苏丹妮、邵朝对:《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经济增长:替代还是互补》,载 《世界经

济》,2020 (4)。
受文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结果省略,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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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互补性市场条件的门限调节作用

门限变量
tfpch

indq link1 link2 link3_1 link3_2

 门限1-TVC
-0.318**

(0.128)
-0.296**

(0.125)
-0.290**

(0.129)
-0.157
(0.142)

-0.287**

(0.125)

 门限1-TVC2 0.064**

(0.026)
0.060**

(0.026)
0.057**

(0.028)
0.035
(0.032)

0.061**

(0.027)

 门限2-TVC
-0.638***

(0.147)
-0.453***

(0.138)
-0.286**

(0.125)
0.004
(0.153)

-0.711**

(0.306)

 门限2-TVC2 0.211**

(0.037)
0.132***

(0.034)
0.066**

(0.026)
-0.038
(0.039)

0.245*

(0.128)

 门限3-TVC
-0.373***

(0.144)
— — -0.186

(0.130)
—

 门限3-TVC2 0.077**

(0.033)
— — 0.047*

(0.027)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012
(1.348)

1.628
(1.364)

2.037
(1.352)

1.376
(1.303)

1.791
(1.223)

N 600 600 600 600 600

R2 0.202 0.160 0.155 0.185 0.157

F 11.05*** 7.57*** 7.83*** 8.06*** 7.14***

组间相关 3.816*** 2.936*** 4.328*** 4.352*** 3.792***

针对市场 “均衡性”的回归结果显示:门限效应变量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 (TVC)在不同的

门限变量市场 “均衡性” (indq)取值区间内的估计系数存在差异。可以看出,不论市场 “均衡

性”处在哪一发展水平区间,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对全要素生产率一次项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负,
而二次项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正,说明市场 “均衡性”的提升,并不会影响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与

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 “U型”关系。进一步,基于不同市场 “均衡性”水平下的国家价值链分工

深度估计系数的计算可知,当市场 “均衡性”处于中等水平时,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的拐点水平最

低,仅为1.512,且低于基准回归结果的拐点水平。这一结果说明,当区域间的市场 “均衡性”水

平较低时,适度提升地区间产业发展水平的均衡性有益于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 “激励”
作用的显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区间要追求或达到过高的市场 “均衡性”水平,中等水平的产业发

展差异即适度的非均衡性,实际上为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
针对市场 “连通性”的回归结果显示:就门限变量市场统一 (link1)、流通水平 (link2)、物

流基础设施水平 (link3_2)而言,不论处在低水平还是高水平区间,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度对全要

素生产率一次项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为负,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为正,说明市场统一、流通水

平、物流基础设施水平维度的市场 “连通性”水平提升,不会影响国家价值链分工与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的 “U型”关系。并且,相较于低市场 “连通性”水平,在高市场 “连通性”水平下,国家价

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 “激励”作用的拐点左移,这说明市场统一、流通水平、物流基础设施

水平的提高将有益于激励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而就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link3_1)而言,只有在高水平阶段,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二次项的估计系数才显著为正,
说明信息基础设施高水平发展是价值链分工能够有效激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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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根据针对门限调节作用的检验可知,为深度激发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

“激励”作用的发挥,应重视推动 “适度均衡”和 “高度连通”互补性市场条件的发展。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世界各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现实背景下,全球经贸格局

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愈演愈烈,面对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客观需求,立

足中国国内市场的既有优势,从培育和壮大内需体系出发,推进建设国家价值链分工模式,对于促

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形成和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测度和检验国家价值链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回答了中国国家价值链的生

产率效应问题,并进一步考察了互补性国内市场条件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效应的调节作用,得到如下

研究结论:第一,伴随着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先 “挤出”
后 “激励”的 “U型”特征,说明当国家价值链分工程度跨越拐点水平后,将对生产率增长带来

持续增强的 “激励”作用,即在经济发展的较长时期内,国家价值链的分工深化是促进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的有效途径。第二,国内大市场的 “适度均衡”和 “高度连通”是支持国家价值链分工有效

激励生产率增长的互补性市场条件。为尽快发挥中国国家价值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激励作用,
应尽力消除价值链分工深化的阻碍条件,重视互补性市场条件的配套和提升,促使国家价值链分工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快跨越U型曲线的拐点水平,尽早触发国家价值链分工促进生产率增长

的动力机制。具体而言,应着力推进区域市场实现协调发展与优势互补,避免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

过高差距或过度趋同,继续推动国内统一市场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强化物流与信息基础设施以深

度激发区域市场之间的 “连接经济”。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关键资源,为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奠定

制度基础。企业参与国家价值链分工,一方面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能面临强大的国外竞争对手带来

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模式调整往往面临高昂的调整费用。为推动更深度的价值链分工网络形成,
增强价值链的关联性与延伸性,促进经济 “内循环”发展,应创造良好的可供企业实现重组转型的

资本市场机制,同时应尽力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以降低本土企业参与

国家价值链分工的制度成本。此外,推动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意味着更深入的生产协作关系,这对

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应进一步提升包括仓储物流、信息咨询、劳动力培训等服务于生产

过程的产业的实力。
第二,推进区域间协调发展与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将国内市场的均衡性提升至适度水平,培

育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内生双向驱动机制,为国内大循环预留深化空间。一方面,在当前中西部地

区产业发展与要素资源配置滞后于东部地区的客观背景下,政府应有意识地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差异

化的 “梯度”政策,推进欠发达区域的产业发展,缩小区域间产业发展差距,提升市场之间的协调

程度。另一方面,应着力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结合区位自身优势,找寻经济新增长点,实现产

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此外,还需注重破除阻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相关障碍,在顺应市场规律

的前提下,补齐市场机制失灵的短板,发挥对市场效力的辅助推动作用,疏通区域资源要素的扩散

流通渠道,促进资源要素在地区间高效流动与合理集聚,为国家价值链的分工深化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继续加快国内统一市场进程,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促使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

生产率效应加速显现。一方面,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有为政府对于有效市场的积极作用,规

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导向,继续破除为实现 “政绩晋升”而构建的区域间进入壁垒,促进区域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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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序自由流动。此外,还应进一步鼓励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助力建设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应当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与完善国内供

应链与分销网络,建立健全保障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完善流通、生产、消费有效衔接

的发展模式,以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与内需潜力,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推动国家价值链分工体

系的构建与深化。
第四,大力推进国内市场物流与信息基础设施的构建与提升,特别是着力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增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水平。虽然整体水平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应当注意其发展水平在地区与行业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与不平衡。近年来,《关于推动基

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政策的出台为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

重要思路,未来为进一步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在注重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整体水平提升的同时,还应更加重视和带动落后地区与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水平提升,避

免地区市场之间的发展鸿沟。

ProductivityEffectofChina􀆳sNationalValueChain
XIELijuan,CHENJinran,WANGXiao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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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thecurrentperiodofincreasedinstabilityoftheGlobalValueChainsystemand
acceleratedtransformationofinternalcomparativeadvantages,especiallyaftertheworldeconomy
hasbeenhitbytheCOVID-19epidemic,acceleratingthedevelopmentandimprovementofChina􀆳s
NationalValueChainwillstrengthenthedomesticeconomiccycleandChina􀆳seconomicperform-
ance,whichhasgreatstrategicvalue.ThispapercalculatesthedivisiondegreeoftheNational
ValueChainbasedonChina􀆳sinterregionalinput-outputtable,andexaminesitsproductivity
growtheffect.Thestudyfindsthat:First,thedivisiondegreeoftheNationalValueChainshowed
atrendofdecreasingfirstandthenreboundingin2007.Intra-regionaltradeanddivisionarethe
maindrivingforcesfordeepeningthedivisionoftheNationalValueChain;Second,thereisa
“U-shaped”relationshipbetweentheNationalValueChaindivision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

whichis“crowdedout”firstandthen“stimulated”;Third, “highlyconnected”and“moderately
balanced”arecomplementarymarketconditionswhichhelptheNationalValueChaintoreleaseits
productivitygrowtheffect.Therefore,inthefuture,weshouldcontinuetorelyontheadvantages
ofChina􀆳slargedomesticmarketandsupporttheconstructionoftheNationalValueChainto
releaseitsproductivitygrowtheffect.Atthesametime,weshouldalsopayattentiontothecom-
plementationandimprovementofcomplementarymarketconditions.Ontheonehand,weshould
relyontheintegrateddomesticmarket,informatizationandlogistics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
andthedevelopmentofmoderncirculationindustrytoacceleratetheformationofahighlyintercon-
necteddomesticmarket.Ontheotherhand,itisnecessarytopromotemoderateandbalanced
developmentamongregionalmarkets.Thesecomplementarymarketconditionswilljointlyhelpthe
NationalValueChaintotriggertheproductivitygrowtheffectassoonaspossible.
Keywords:China􀆳sNationalValueChain;TotalFactorProductivity;Balanceddevelopment;

Marketconnectivity;Internaleconomic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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